
 

 

同城化发展能否改善“集聚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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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入新型城镇化阶段，地方政府间依托邻近的地缘关系逐步推动形成结构合理、分工

明晰的同城化区域，其在支撑经济增长、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基

于 2000—2019 年中国 34 个都市圈 131 对城市组合的面板数据，将同城化发展规划的颁布视为一项

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政府推动下的同城化发展对都市圈外围城市产生的经

济效应。研究发现，同城化发展能够有效带动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改善长期以来中心城市迅速扩

张所引致的“集聚阴影”现象。同城化发展主要通过技术扩散效应、产业投资效应和人口流动效应，

推动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地理距离增加、产业结构差异、政府支持力度不同所带来的溢出效应下

降，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同城化发展经济效应的异质性。文章的研究为新发展格局下完善同城化发

展规划和政策实施提供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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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区域中心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迅

速提升。根据 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与 2010 年的“六普”数据相比，中国人口总量超千

万的城市再增加 7 个达到 18 个，常住人口超千万的特大城市的常住人口数量和城市经济规模

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其中 14个城市的 GDP 超过万亿元（毛艳华和信超辉，2022）。随着城镇化的

持续推进，中国城市间发展格局出现一些新的现象，这与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模型的

预期一致。一方面，随着地区间贸易条件的改善，人口、资源、经济活动逐渐向中心城市流动和

集聚（Krugman，1991；Fujita等，1999）；另一方面，一些邻近区域处于中心城市的“集聚阴影”中，

陷入人口流出、经济规模缩减、发展速度减缓的困境（张晶和陈海山，2022）。

图 1显示，2000—2012年，全国中心城市与相邻地级市（外围城市）的 GDP 总量之差保持平

稳；但从 2012 年开始，这一差值由 2  769 亿元逐步扩大到 2020 年的 54  756 亿元。类似地，

2000—2020 年，中心城市与相邻城市的人均 GDP 之差由 8  394 元逐步扩大到 78  005 元。截至

2020年，中国中心城市 GDP 总量是所有相邻地级市总和的 1.17倍，人均 GDP 是相邻地级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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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倍。在城镇化进程中，这种非均衡发展表明中心城市的持续扩张以牺牲周边区域的发展为

代价，即中心城市对外围地区产生了虹吸效应（Chen和 Partridge，2013；柯善咨，2009）。此外，现

有研究也验证了城市化区域的“集聚阴影”现象（陈玉和孙斌栋，2017；张晶和陈海山，2022）。因

此，要素持续流出的外围城市如何有效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打造“城市命运共同体”、实

现区域协调发展道路上极富挑战性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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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城市间非均衡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地方政府意识到长期以来的“地区经济”与当前高质量发展理念之间的冲突，逐步推动城

市从以往“单打独斗”的竞争格局向“和衷共济”的合作形式转变。近年来，中国城市从“建城”

“扩城”向“联城”逐渐演变，其中政策引导下的中心城市与相邻城市之间的同城化发展就是“联

城”的一个典型现象。自 2002年西安与咸阳首次提出同城化发展理念以来，中国相继有 13个中

心城市与 18个相邻城市实施了同城化战略，其中比较成功的案例是“广佛”同城和“西咸”同城

（沈丽珍等，2021）。“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依托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的中心城市，提高 1小时通

勤圈协同发展水平，培育发展一批同城化程度高的现代化都市圈。作为现代化都市圈的核心区

域，同城化地区备受关注。地方政府希望通过以跨越行政边界、打破行政分割为宗旨的同城化

战略来谋求自身进一步发展，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发展结构转型。

同城化是地方政府贯彻新发展理念，通过沟通、协调、整合等手段，推动两个或多个地理位

置相邻的城市跨越行政区划的整合性发展战略。同城化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和

高效配置，提升区域一体化程度和竞争力。国外与同城化发展较为接近的概念是“双子城”“姊

妹城”等（Zelinsky，1991），这些结对城市都呈现出一种跨界区域的城市发展模式。地方政府通

过紧密的跨界联系推进地区间合作，创造出新的跨界空间，促进各自城市发展（沈丽珍等，

2021）。与“撤县设区”“撤县设市”等行政区划调整手段相比，同城化是行政区划调整限制下城

市合作的一种更加现实的途径，能够有效打破传统地方保护主义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使得城市

间经济社会更紧密融合，形成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资源整合效应（廖开怀等，2021）。同城化地

区是城市群空间范围内的最小合作单元，高度一体化的同城化发展将成为中国区域管治转向的

重要标志，也将成为未来区域共管共治的主要模式（李郇等，2016）。而当前行政区划之间的“屏

蔽效应”仍是推进同城化战略的主要障碍，分权背景下的经济利益决定了政府之间仍存在较为

激烈的竞争（李晓晖等，2010）。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导致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

的地位不对等，在共谋同城化发展时中心城市政府通常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使得同城化战略对

都市圈外围城市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学界对同城化的研究主要停留于宏观层面的定性描述与理论探讨，如同城化的概念阐释、

发展模式以及规划构想等（傅娟等，2020；耿慧等，2023；张懿玮和刘士林，2023）。而在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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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扩张和外围城市经济收缩的现实背景下，全国不同地区同城化战略的实施效果如何、能否

有效改善中心城市带来的“集聚阴影”等问题并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基于此，本文从地级市层

面就政策引导下的同城化发展对都市圈外围城市的经济影响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同城化发展能够有效带动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改善长期以来中心城

市过快发展带来的“集聚阴影”现象；第二，同城化发展战略主要通过技术扩散效应、产业投资

效应和人口流动效应，推动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第三，同城化发展对地理距离较近、产业结构

差异较小以及政府支持力度较大的都市圈外围城市的经济推动效应更加明显。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将同城化发展规划的签订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

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为准确理解同城化发展对外围城市的经济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第二，

本文囊括了中国 131对中心城市与相邻城市的组合，其中有 13个中心城市与 18个毗邻城市开

展同城化发展战略，这是当前国内同城化案例中最普遍的类型，因而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实践

意义；第三，本文基于技术、资本和劳动力三种生产要素流动的视角，探讨了同城化发展的作用

机制，为区域合作与要素流动相关文献提供了有益补充。

二、研究假设

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理论认为，城市的产生伴随促进经济要素集聚的吸引力和阻

碍集聚过程的排斥力的共同作用，吸引力主要来自规模经济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排斥力源自

城市规模扩张引起的运输成本上升、城市拥挤效应等因素导致的规模不经济。当城市发展到一

定阶段时，中心城市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不仅会超过排斥力，也会超过其他城市对要素的吸引

力，使得有限的经济要素在市场力量驱使下向生产效率高的中心城市集聚（Fujita等，1999）。在

这个过程中会出现“集聚阴影”现象，即与中心城市距离较近的外围地区的人口、资本等各类要

素被中心区域所虹吸而呈现发展缓慢的状态，陈玉和孙斌栋（2017）以及张晶和陈海山（2022）验

证了“集聚阴影”现象在现今中国的存在性。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和城市间产业的链式发展，一些地方政府依靠行政手段相互磋商，打

造区域利益共同体，陆续开展将城市从“单打独斗”的行政区经济向“结伴发展”的同城化模式

转变的实践。根据区域一体化理论，区域合作发展比单一行政区经济更具有比较优势与发展潜

力（毛艳华和信超辉，2022）。在同城化发展过程中，城市间要素流动更加合理，产业链上下游联

系更加密切，逐步形成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集聚水平更高的跨界区域。合作双方通过不同领域

的合作政策，引导相邻城市进行中间投入品、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互相嵌合与共享，逐步推动

形成更加高效、统一的跨区域市场。一方面，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能够对周边区域产生有效的

溢出效应（Kolko，2010）；另一方面，外围城市也能通过有效的互联互通，及时调整发展规划和产

业布局，为经济活动提供更加灵活、自由的区位选择机遇（Fang 和 Yu，2017），进而推动外围城

市经济发展。这使都市圈外围城市的要素吸引力大幅增强，有利于改善中心城市快速扩张带来

的“集聚阴影”现象。结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1：政策引导下的同城化发展能够改善中心城市带来的“集聚阴影”。

同城化区域是城市群协调发展、都市圈一体化建设的核心区和先行区，与区域一体化相

比，其合作理念源于一体化，但合作深度与广度又高于一体化（张懿玮和刘士林，2023）。同城化

发展的核心理念体现为两个相邻的区域在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协同发展，提升同城化区域的整

体竞争力、协同力与辐射力，逐步实现区内生产要素、资源要素、管理要素的统一配置。本文认

为，同城化发展促进周边城市经济发展主要有以下三个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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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技术要素流动的视角来看，地方政府以政策手段推动行政区与经济区适当分离，

打破以往“藩镇割据”的局面，通过共建科技研发基地和成果转化平台，完善区域间科技资源共

享机制，促进同城化城市间微观主体的技术交流与信息共享。受益于知识的溢出性和传播性，

外围城市中的企业能够在合作交流中提高自身技术创新水平和生产效率（Martin 和 Ottaviano，
1999）。同城化发展通过推动技术要素向外溢出，能够提高外围城市的自主创新能力（赵奎等，

2021），进而以创新驱动城市经济发展。

第二，从资本要素流动的视角来看，在同城化区域的持续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鼓励开展

联合招商投资活动，完善招商引资管理与组织机制。这有助于吸引优质的社会资本，促进区域

间资本要素更加高效、合理的流动。外围城市能够借用中心城市的市场规模和资本实力，引导

更多的企业进驻并投资。这种产业投资效应会推动不同产业资本向外围城市转移，缓解空间资

本错配，并使外围城市的产业分工和职能定位更加明确（孙晓华等，2018），进而促进外围城市产

业发展。

第三，从劳动力要素流动的视角来看，同城化发展通过政府间共商、共享、共建的协调机

制，完善城际交通基础设施，共建公共就业服务平台，逐步消除人口在城乡间、区域间流动的障

碍，促使人口在同城化区域内有序流动、合理分布。这种人口流动效应给外围城市带来了劳动

力要素，为改善人口分布格局、以人才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彭国华，2015；刘晨晖和

陈长石，2022）。结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2：政策引导下的同城化发展通过促进要素流动而推动周边城市经济发展。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关注的同城化区域是都市圈中心城市与一到两个边界相邻的外围城市所构成的“中心—

外围”城市组合，是当前国内以同城化发展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中最具代表性、最为普

遍的类型。一方面，都市圈外围城市通常希望与中心城市产生更多关联，中心城市同城化发展

的潜在合作城市较多；另一方面，由于中心城市与相邻城市的地位不对等，中心城市政府通常拥

有更多的话语权。这意味着在谋划同城化发展战略时，都市圈外围城市以类似于竞标的方式供

中心城市政府选择，同城化战略的实施并不会被外围城市政府直接影响，因此同城化发展规划

的提出对于外围城市是一项良好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来研究同城化发展对都市圈外围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考虑

到样本的代表性和客观性，本文的中心城市包括除拉萨、乌鲁木齐、西宁、海口之外的能对周边

资源配置产生虹吸效应的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柳卸林等，2022）。使用双重差

分模型评估政策的实施效果，关键是要准确选择处理组与对照组对象。本文在设置处理组与对

照组时，采用的是中心城市与相邻城市的组合关系。比如，城市 A 是中心城市，B、C、D、E、F 是

5 个与其毗邻的外围城市，这样就有 5 个“中心—外围”城市组合：A—B、A—C、A—D、A—E、A—F。
如果城市 A 与城市 B 开展了同城化试点工作，则设定 A—B 为实验组，其余 4对城市组合为对照

组。①本文构造了 131对中心城市与相邻城市的组合，其中开展同城化合作的 18对为实验组，其

余为对照组。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设定如下：

lnGDPit = α0+α1treati jt +βXit +γY jt +µi j+λt +εi j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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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GDPit

treati jt

α1

其中，城市 i 表示外围城市，城市 j 表示与外围城市相对应的中心城市。被解释变量 表示

城市 i 在 t 年的经济发展水平，使用外围城市 i 的 GDP 表示，并利用 GDP 指数将名义 GDP 转化

为以 2000 年为基期的实际值。核心解释变量 为政策虚拟变量，根据外围城市 i 与中心城

市 j 签订同城化规划的时间，实施同城化发展规划后取值为 1，否则为 0。系数 是本文模型估

计的重点，反映开展同城化试点的外围城市所受到的政策处理效应，即政策实施对外围城市经

济增长的影响效应。

Xit

Y jt

为了确保估计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引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具体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外围城

市 i 层面可能对经济产生影响的变量（ ），包括产业结构（struc）、人口密度（popden）、财政力度

（fed）、信息化程度（internet）、外资占比（foreign）、失业率（lossjob）和储蓄水平（saving）；第二类

为与外围城市相对应的中心城市 j 层面的变量（ ），主要包括中心城市的技术、劳动力和资本

变量，分别使用中心城市的技术水平（core_tech）、人口规模（core_pop）和第二产业规模（core_sec）
进行衡量，这样可以控制中心城市层面的因素对外围城市产生的潜在影响（Long 和 Zhang，

2011），以便更有效地识别同城化政策的处理效应。

µi j λt εi jt为外围城市 i 和中心城市 j 的组合固定效应， 为时间固定效应， 为残差项。由于同一

都市圈内的外围城市都会受到中心城市的辐射影响，模型中允许同一都市圈内的城市的残差项

存在相关性，因此式（1）的回归使用聚类到都市圈层面的标准误。本文将中心城市及其所有相

邻城市所构成的城市群体定义为都市圈，131对城市组合被归入 34个都市圈。本文变量定义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lnGDP 外围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以2000年为基期的实际GDP取对数

treat 政策虚拟变量，实施同城化（一体化）发展规划后取值为1，否则为0

struc 外围城市产业结构，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

popden 外围城市人口密度，年末城市总人口/行政区域土地面积

fed 外围城市财政力度，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GDP

internet 外围城市信息化程度，城市国际互联网用户数取对数

foreign 外围城市外资占比，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GDP

lossjob 外围城市失业率，失业人数/年末总人口

saving 外围城市储蓄水平，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取对数

core_tech 中心城市技术水平，中心城市专利申请总量取对数

core_pop 中心城市人口规模，中心城市年末人口数取对数

core_sec 中心城市第二产业规模，中心城市第二产业增加值/GDP
 

（二）数据来源

基准模型中的政策虚拟变量数据来自各项同城化发展规划，通过手工搜索并整理而得。由

于开展时间较早、定义较为模糊等因素，西安—咸阳、郑州—开封的规划中将同城化称为一体化

发展，而其实质为典型的同城化进程，因此本文将其纳入研究范围。本文选取了广州—佛山、成

都—德阳、福州—莆田—宁德、合肥—淮南、兰州—白银、南京—镇江—扬州、厦门—漳州—泉州、深

圳—东莞—惠州、沈阳—抚顺、西安—咸阳、长春—吉林、长沙—株洲—湘潭、郑州—开封 13 个同城

化地区的 18 对都市圈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组合作为处理组。基准回归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

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少数可补充的缺失值采用插值法填补。表 2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

计结果。
 

张青睿、毛艳华：同城化发展能否改善“集聚阴影”？

•  23  •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GDP 2 605 15.67 1.18 13.18 21.16

struc 2 605 1.42 0.65 0.24 10.60

popden 2 599 0.04 0.03 0.00 0.27

fed 2 605 0.15 0.09 0.03 0.70

internet 2 476 12.38 1.29 7.00 15.71

foreign 2 587 0.00 0.00 0.00 0.06

lossjob 2 598 0.01 0.13 0.00 6.51

saving 2 618 15.39 1.08 12.70 18.47

core_tech 2 620 8.77 1.59 4.51 12.44

core_pop 2 620 6.51 0.58 4.62 8.14

core_sec 2 620 0.91 0.27 0.19 1.62
 

四、回归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α1

α1

α1

表 3 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1）仅控制了核心解释变量 treat，此时系数 为 0.026，
初步说明同城化发展对外围城市的经济发展具有带动效应。列（2）在列（1）的基础上纳入了外

围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此时系数 为 0.091，在 1%的水平上显著。列（3）进一步纳入了外围城

市所对应中心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此时系数 为 0.080，仍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进一步说

明同城化发展能够有效带动都市圈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缓解“集聚阴影”现象。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lnGDP lnGDP lnGDP

treat 0.026 0.091*** 0.080***

（0.037） （0.027） （0.023）

struc 0.087*** 0.081***

（0.029） （0.027）

popden 1.350* 1.311**

（0.720） （0.602）

fed 0.358*** 0.343***

（0.101） （0.096）

internet 0.001 0.007

（0.009） （0.011）

foreign −1.681 1.163

（2.770） （2.597）

lossjob 0.029*** 0.032***

（0.008） （0.008）

saving 0.354*** 0.300***

（0.105） （0.098）

core_sec −0.098***

（0.023）

core_pop 0.206***

（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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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控制变量来看，外围城市的产业结构、人口密度、财政力度、就业率和储蓄水平的系数均

显著为正，这与现有研究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而信息化程度和外资占比则不显著。中心城市人

口规模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中心城市的人口扩张促进外围城市发展；而资本要素的系数显著

为负，表明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对外围城市的经济发展起到抑制作用；技术要素的系数则不显

著，这可能是中心城市的集聚对周边区域的虹吸效应和扩散效应相互抵消所致。

（二）内生性处理

同城化过程中往往存在地方政府间的博弈，这可能导致基准模型式（1）中的政策变量是内

生的，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这一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择都市圈外围城市所对应的

中心城市的潜在同城化对象个数，即与中心城市地理相邻的地级市个数来构造工具变量，采用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回归分析。一方面，在同城化发展的现有案例中，无论相邻的地

级市有多少个，中心城市仅会选择 1—2 个初始同城化对象。因此，某个城市所对应中心城市的

相邻城市越多，该城市被纳入同城化发展规划的概率越小。另一方面，与中心城市相邻的地级

市个数是一个固定值。各个省份地级市的设定取决于中央政府，不会受到各地级市经济变量的

直接影响。因此，该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由于城市相邻关系不随时间变化，本文

借鉴 Nunn和 Qian（2014）以及余泳泽等（2020）
的思路，构造中心城市相邻城市个数与未来

两年全国实施同城化发展的城市数量均值的

交乘项，作为同城化发展的工具变量。

表 4 中列（1）报告了 2SLS 第一阶段回归

结果，工具变量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为负，表明中心城市相邻城市个数与同城化

发展概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K-P Wald F
统计量为 71.396，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

设。列（2）报告了 2SLS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核心变量解释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三）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的应用前提是需要满足平行趋势，本文运用事件研究法（Moser和 Voena，2012）
来探讨处理组与对照组在政策干预前是否具有共同趋势。图 2将同城化战略实施的前一年作为

基准期，展示了政策虚拟变量的系数，图中虚线为 95%的置信区间。结果显示，在同城化发展的

续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lnGDP lnGDP lnGDP

core_tech 0.039

（0.028）

常数项 15.66*** 4.869*** 4.383**

（0.003） （1.662） （1.748）

样本量 2 605 2 460 2 460

R2 0.982 0.982 0.984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在都市圈层面的标准误，下表同。

 

表 4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1） （2）

2SLS第一阶段 2SLS第二阶段

treat lnGDP

treat 0.720***

（0.120）

IV −0.002***

（0.000）

外围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中心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城市组合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460 2 460

R2 0.644 0.456

K-P Wald F统计量 71.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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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5 年至前 2 年，估计系数均为负且不显著，

说明政策实施城市与未实施城市不存在显著

差异；而在同城化发展的当年至后 5年，估计

系数均显著为正（政策实施后第 1 年除外），

且数值呈现递增趋势，说明同城化的政策效

应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

2. 提前政策冲击时点

基准回归中将政策冲击时点设置为同城

化战略实施的当年，而政策规划、制定先于

实施，这可能导致政策冲击存在事前效应（张青睿和陈明宝，2022）。本文将同城化发展的政策

冲击时点提前 2—4年，分别用 treat_foward2、treat_foward3和 treat_foward4表示。表 5中这 3个
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排除了其他政策或随机因素所导致的系统性偏误，进一步验证了上文结

果的稳健性。
  

表 5    提前政策冲击时点回归结果

（1） （2） （3）

lnGDP lnGDP lnGDP

treat_foward2 0.057

（0.035）

treat_foward3 0.041

（0.042）

treat_foward4 0.007

（0.048）

外围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中心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组合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460 2 460 2 460

R2 0.983 0.983 0.983
 

3. 安慰剂检验

本文采用随机化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方式

进行安慰剂检验，以保证因果识别效应的准

确性。本文将原处理组样本归为对照组，按

照基准回归中同城化时点随机抽取处理组样

本，并对式（1）进行估计，将此记为一次虚拟

回归，基于蒙特卡洛方法将虚拟回归重复 1 000
次。图 3 展示了政策虚拟变量系数的核密度

分布情况，结果显示其服从正态分布，且期望

值接近于 0，可以认为同城化发展对外围城

市的影响并未受到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0.2

0.1

0

系
数

−0.1

−0.2
−5 −4 −3 −2 0 1 2 3 4 5

同城化发展时间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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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安慰剂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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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更改样本容量

第一，剔除直辖市及其相邻城市。直辖市的行政地位较高，其对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

施有着潜在影响。将直辖市包含在控制组中可能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干扰。鉴于此，本文剔除直

辖市及其相邻城市样本重新进行了回归。表 6中列（1）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在 1%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表 6    更改样本容量与排除竞争性假说回归结果

（1） （2） （3）

lnGDP lnGDP lnGDP

treat 0.085*** 0.093*** 0.037

（0.025） （0.028） （0.043）

外围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中心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组合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175 1 720 2 265

R2 0.982 0.986 0.981
 

第二，剔除跨省城市组合。在国内行政区划中，省界是省级政府间的行政边界，对区域经济

一体化可能产生“屏蔽效应”，省际交界两侧区域常存在市场分割、行政壁垒突出、区际联动性

不强等问题（马草原等，2021）。本文样本中部分中心城市位于省际交界区域附近，这导致基准

回归的样本中包含少数跨省城市组合（如沈阳—通辽、南京—宣城）。鉴于此，本文剔除跨省城市

组合样本重新进行了回归。表 6中列（2）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不存在

明显差异。

5. 排除竞争性假说

同城化可能是通过政府层面合作来创造一个更大范围的中心城市区域，这会对中心城市周

边其他未参与同城化发展的城市产生更大强度的虹吸效应。鉴于此，本文将样本中开展过同城

化的都市圈内未参与同城化发展的城市提取出来作为处理组，将未开展过同城化的都市圈城市

作为对照组进行了回归，以检验同城化发展规划的实施对周边未参与城市的影响效应。表 6中

列（3）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同城化政策并不会对周边未参与同城

化发展的城市产生影响，因而排除了上述竞争性假说。

五、机制分析

上文理论分析表明，同城化发展通过行政手段打破区域间要素流动壁垒，推动各类要素自

由流动。本文从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流动的角度入手，提出同城化发展影响外围城市经

济发展的三个具体机制，即技术扩散效应、产业投资效应和人口流动效应。

（一）技术扩散效应

技术创新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创新活动推动技术要素由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行

业流动，知识的溢出性和传播性又使技术在区域间扩散，进而提高整体生产率（Acemoglu 和

Cao，2015）。以专利为代表的知识产权是衡量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成果形式，其申请数量和授

权数量能够测度区域技术水平（Bena和 Li，2014）。本文使用外围城市的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来

衡量同城化发展产生的技术扩散效应，专利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中国专利数据库。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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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专利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后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了回归。表 7 中列（1）和列（2）结果显示，

treat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同城化政策实施之后，外围城市的技术创新水平得到了显著提

升。可见，同城化发展通过促进技术要素流动，推动了外围城市发展。
 
 

表 7    机制分析结果

技术扩散效应 产业投资效应 人口流动效应

（1） （2） （3） （4） （5） （6）

专利申请量 专利授权量 全部行业企业进入量 第二产业企业进入量 第三产业企业进入量 常住人口

treat 0.235* 0.346** 0.085*** 0.083 0.093*** 0.051*

（0.134） （0.146） （0.024） （0.038） （0.030） （0.028）

初始常住人口 0.266

（0.276）

外围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中心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组合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460 2 460 50 280 10 056 37 710 390

R2 0.926 0.916 0.959 0.895 0.962 0.982

　　注：技术扩散效应与人口流动效应采用都市圈层面的标准误，产业投资效应采用行业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二）产业投资效应

yipt ρ j εi jpt

企业区位选择的本质是资本向利润率高的区域流动，企业进入与退出的动态过程为产业转

型与市场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Martin和 Ottaviano，1999）。因此，产业的持续发展代表着资本

要素“用脚投票”，体现出一个区域对资本要素的吸引力，为生产效率提高和区域经济增长注入

了活力。本文构建行业—城市—年份层面的双重差分模型式（2）来探讨产业投资效应，其中 p 表

示行业， 表示城市—行业层面新增企业注册数量的对数值， 为行业固定效应， 为残差项，

其他同式（1）。工商企业注册信息来自爱企查数据库中的各地市工商登记统计数据，样本期内

该数据库涵盖了国内地级市的企业注册信息，包括企业注册地址、年份、资本以及行业类型等

内容。本文整理后得到二位数行业层面的新增企业注册数量，并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

yipt = α0+α1treati jt +βXit +γY jt +µi j+ρ j+λt +εi jpt （2）

表 7 中列（3）—列（5）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全部行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企业进入量。

列（3）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同城化政策会对企业产生引导效

应，改变地级市不同行业的企业进入量，企业进入所带来的资本流入为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经

济活力。列（4）和列（5）结果表明，新企业注册主要发生在第三产业中，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

现阶段同城化政策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较大，金融、科技创新、旅游等领域的产业协作都属

于第三产业；另一方面，服务行业的产业转移和资本布局与传统工业产业相比更加容易，且附加

值较高的第三产业对经济的带动效应更加明显。

（三）人口流动效应

过去 30年，区域间人口流动助推了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对区域经济格局产生了深刻

影响（陈朴等，2021）。人口流动可以为一个地区带来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同时会刺激当地

消费、拉动内需。都市圈一体化离不开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人口流动可以为流入地提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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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劳动力市场，降低劳动搜寻成本，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提高劳动力整体素质，缩小地

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周茂等，2019）。由于人口流动的政策响应速度可能存在时滞性，本文以每

5年作为一个阶段，构建差分模型式（3）来探讨同城化发展的人口流动效应。

lnrpopit = α0+α1treati jt + lnrpopt
i0+βXit +γY jt +µi j+λt +εi jt t = 2003,2008,2013,2018 （3）

lnrpopit lnrpopt
i0

λt

其中，被解释变量 表示外围城市 i 在 t 年常住人口的对数值， 表示每一阶段初始

常住人口的对数值， 表示以 5年为一个阶段的阶段固定效应，其他同式（1）。表 7中列（6）结果

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同城化发展有助于提升外围城市的

常住人口数量。上述分析表明，同城化发展战略的实施能够破除劳动力流动壁垒，优化劳动力

配置，进而推动外围城市经济发展。

六、异质性分析

由于同城化地区间的地理距离、产业结构和政府支持等因素不尽相同，同城化发展对外围

城市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本文使用调节效应模型就同城化发展对外围城市的影响效应进行异

质性分析。

（一）地理距离差异

关于区域空间相互作用的研究，需要关注地理距离对要素流动规模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

地理距离与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乘项，对地理距离进行异质性分析。表 8中列（1）结果显示，交乘

项的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随着距离的增大，同城化发展对外围城市的经济带动

效应逐渐减弱。这可能是因为地理位置相近的区域间要素流动阻力较小，同城化发展有助于形

成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整合效应。这也印证了传统引力模型、城市流模型等认为空间相互作用力

随地理距离的增大而衰减的观点。
  

表 8    异质性分析结果

（1） （2） （3）

lnGDP lnGDP lnGDP

treat 0.475** −0.965*** 0.067***

（0.195） （0.293） （0.021）

treat×地理距离 −0.098**

（0.048）

treat×产业结构相似度 1.093***

（0.310）

treat×政府支持力度 0.213***

（0.048）

外围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中心城市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组合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 460 2 460 2 460

R2 0.984 0.984 0.984
 

（二）产业结构差异

中国财政分权与官员晋升激励触发了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推

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但也导致邻近区域间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等。那么，地区间的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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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b

xak ybk

Kab

差异是否对同城化发展的经济绩效产生影响？借鉴现有研究（柯蕴颖等，2022）的思路，本文引入

初始年份（2000年）131对城市组合中两两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度指标（ ），具体计算方法

如式（4）所示。其中，a 和 b 分别表示外围城市和中心城市， 和 分别表示每个城市的行业 k
在区域 a 和区域 b 产业结构中的占比 ， 的取值区间为（0，1）。

Kab =

∑n
k=1 xakybk√(∑n

k=1 x2
ak

)
(
∑n

k=1 y2
bk)

k = 1,2, · · · ,n （4）

表 8中列（2）结果显示，交乘项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产业结构越相似的区

域，同城化发展的效果越不理想。当两个城市的产业布局比较接近时，中心城市会凭借更强的

资源整合能力，挤压外围城市相似度较高的产业，进而削弱同城化发展对外围城市的经济带动

效应。

（三）政府支持差异

在同城化发展过程中，不同城市组合间的资源分布、经济实力等存在显著差异，导致政府

对同城化发展的响应速度和支持力度也存在差异。例如，以广州—佛山为代表的一些同城化区

域共商共谋，定期召开政府联席会议，而一些政府合作仍停留在规划上迟滞不前（李郇等，

2016）。本文设置政府支持力度变量，样本中定期召开政府联席会议的城市取值为 1，其他城市

为 0，构建政府支持力度与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乘项。表 8 中列（3）结果显示，交乘项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印证了同城化战略的经济效应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随着要素流动加快而驱动“场所空间”向“流空间”转型，地方政府间依托邻近的地缘关系

逐步形成规模结构合理、功能分工明晰的同城化区域，其在支撑经济增长、推动区域协调等方

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同城化发展规划的颁布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 ，基于

2000—2019年中国 34个都市圈 131对城市组合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政策

引导下的同城化发展对都市圈外围城市产生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同城化发展能够有效带动

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改善长期以来中心城市过快发展带来的“集聚阴影”现象。同城化发展战

略主要通过技术扩散效应、产业投资效应和人口流动效应推动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地理距离

增加、产业结构差异、政府支持力度不同所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同

城化发展对外围城市经济增长推动效应的异质性。

如何缩小“集聚阴影”范围甚至消除“集聚阴影”现象，是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的关

键导向。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推动中国同城化实践提供了以下政策思路：

第一，创新区域联动机制，加快都市圈区域共同体建设。按照加快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

制的要求，因地制宜创新同城化都市圈协调发展机制和区域联动机制。首先，加强顶层设计与

制度安排，统筹全国都市圈一体化建设，在强化分类指导的同时尊重基层创新精神，鼓励开展同

城化试点工作，及时推广成功经验。其次，更好发挥地方政府在规划政策引领、土地资源配置等

方面的作用，通过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将中心城市高度聚集的功能、资源、产业等优势，辐射到

同城化整体区域。最后，创建同城化高质量融合试验区，建设产教产城融合科教园区，开展市场

主体“异地冠名”、土地证“异地办理”，实现统一规划、统一布局、统一设施、统一政策，为高质

量建设同城化都市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第二，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促进同城化都市圈要素合理配置。按照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

市场的要求，同城化都市圈开展先行先试，率先打破双城区域要素流动壁垒，逐步消除要素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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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错配问题。首先，加快人力资源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消除同城化区域间和区域内城乡间

的户籍壁垒，推动人力资源信息共享、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共建，以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

和社会融合。其次，加快推动技术市场一体化进程。建立跨区域技术交易市场，共建科技研发基

地和成果转化平台，形成跨区域统一技术标准，完善区域间科技资源共享机制，为构建多层次知

识产权交易市场体系提供有效保障。最后，加快投资市场一体化进程。共建一流营商环境，完善

招商引资管理与组织机制，整合同城化区域内高新区、产业园等平台资源，开展联合招商投资

活动，提高产业投资效率，形成协同开发、共促共享的区域产业合作发展格局。

第三，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区域产业分工合作发展。按照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

度融合的要求，加快构建同城化都市圈现代产业体系。一方面，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以提高同

城区域连接性与贯通性。加快城际间高速公路、快速路系统和都市圈城际轨道交通体系建设，

构建都市圈公路和轨道交通网，逐步形成更加完善的同城化复合交通体系。另一方面，强化同

城化都市圈的产业分工协作，以推动同城区域合力发展。充分利用都市圈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

之间因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存在的互补性优势，大力推动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产

业关联发展、协调发展与错位发展，加强中心城市在区域产业链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与

转型中的引领作用，全面提升同城化都市圈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快构建以

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都市现代农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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